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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现代湘籍作家与湖湘文化精神的关系1

吴正锋

【摘 要】：现代湘籍作家继承与发展了湖湘文化精神传统，其作品表现出强烈的功利性，张扬个性精神，关注

底层民众，以现实主义为主而又不乏浪漫主义，都受到湖湘文化精神的深刻影响，并与时俱进，具有时代特征，将

湖湘文化精神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增添了独特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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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湘籍作家具有鲜明的湖湘文化精神，湖湘文化精神在他们身上及其作品中得到了生动的展示。现代湘籍作家深受湖湘

文化的濡染，充分发挥文学的功利目的，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情怀和抗战精神，执着于个性解放追求和张扬自由独立人格精神，

关注社会底层民众生活乃至于文学发展的“工农兵”方向，以及创作方法上以现实主义为主而又不乏浪漫主义，这表明现代湘

籍作家与湖湘文化具有紧密的联系：一方面，现代湘籍作家对湖湘文化传统进行了很好的继承；另一方面，他们又与时倶进，

紧密结合时代的发展，对湖湘文化精神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将湖湘文化精神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丰富了现代文学内

容，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一、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与经世致用的传统

湖湘文化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鲜明的经世致用精神。经世致用就是关注社会现实和社会矛盾，用所学知识解决社会问题，

以求达到国治民安的实际效果。从屈原、贾谊到周敦颐、王夫之、魏源，经世致用思想贯穿湖湘文化发展的始终，是湖湘文化

精神的核心。

现代湘籍作家生长在湖湘，深受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其文学创作表现出具有鲜明的功利目的和政治参与意识，

这在丁玲、周立波、叶紫、田汉等作家身上有突出的表现。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为了发挥文学

对土地改革的指引作用，丁玲和周立波都深入到火热的农村土地改革的实践之中，他们以高度的政治敏感性，用笔反映党在农

村土地改革中的实际状况，分别创作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丁玲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不过是我在

毛主席的教导，在党和人民的指引下，在革命根据地生活的熏陶下，个人努力追求实践的一小点成果。”[1]丁玲在此突出了文学

的政治性，她还说：“创作本身就是政治行动，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2]周立波将《暴风骤雨》的创作也归结为是在毛泽东《在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指引下的结果，他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以后，新文艺的方向确定了，文艺的

源泉明确的给指出来了，我早想写一点东西……《暴风骤雨》写的是中央《五四指示》到达东北后，东北局动员一万二千干部

下乡进行土改的事件。……我打算藉东北土地革命的生动丰富的材料，来表现我党二十多年领导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艰辛雄伟的

斗争，以及当代农民的苦乐和悲剧。”[3]周扬在《怀念立波》一文中写道：“立波首先是一个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然后才

是一个作家。”这深刻地说明了周立波创作中强烈的政治意识。叶紫是湖南益阳人，在大革命失败时，父亲和姐姐因参加农民

运动而惨遭杀害，他自己也险遭不测。叶紫的创作和整个时代的革命风暴紧密相联，他的小说总是描写农民与地主不共戴天的

阶级对立，弥漫着坚韧、执着与毫不退缩的战斗激情。叶紫在《丰收•自叙》中写道：“这里面，只有火样的热情，血和泪的现

实的堆砌。”鲁迅在《叶紫作〈丰收〉序》中写道：“这就是作者已经尽了当前的任务，也是对于压迫者的答复：文学是战斗

的!”[4]鲁迅对于叶紫创作的战斗的特征给予高度的评价。田汉参与党对文艺的领导工作，是左联七人执行委员会之一，抗日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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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时期，组建抗敌演剧队，出版或创办进步戏剧报刊：《抗战戏剧》、《抗战日报》、《戏剧春秋》等，创作出一系列与政治、

与时代紧密联系的戏剧作品，譬如：《回春之曲》、《卢沟桥》等，充分发挥文艺的宣传功能，为推动戏剧的进步作出了贡献。

总之，现代湘籍作家由于受到湖湘文化的濡染，将文学作为一种战斗的武器，充分发挥文学对于时代的作用，表现出鲜明的功

利目的和强烈的政治意识。

二、不屈的抗战精神与深厚的爱国主义土壤

湖湘文化中的爱国主义，表现在现代湘籍作家创作中，就是其不屈的抗战精神。1931年 9月 1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

“九•一八”事变，开始侵略中国。正是出于强烈的爱国精神，周扬和周立波等湘籍理论家和作家在现代文学史上率先提出“国

防文学”的口号。周扬回忆说：“介绍苏联‘国防文学’的第一篇文章，现在查清楚了，是我写的。后来立波也写了文章介绍。

我们开始并不是把它作为一个全面的口号提出了的，只是感到国难当头，民族危机严重，在中国也迫切需要这种文学。”[5]周立

波则明确提出建立国防文学的内涵，他说：“我们的文学，应当竭力发挥它的抗争作用，应当防卫疆土，帮助民族意识的健全

成长，促成有着反抗意义的弱国的国家观念，歌颂真正的民族英雄，我们应当建立崭新的国防文学!”[6]现代湘籍作家将抗战作

为其创作的重要内容。1935年，田汉创作话剧《回春之曲》，描写爱国青年高维汉从南洋回来参加抗日，在“一•二八”战争中

受伤失去记忆，每日只喊“杀啊，前进啊”。梅娘精心护理其三年，在过年的鞭炮声中，高维汉的病奇迹般地好了，他还在热

烈地希望祖国的“回春”，抗日救亡的主题得到生动的体现。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则为我们书写了一个为了抗日而付出

巨大牺牲的贞贞姑娘，她在日军军营充当慰安妇，将敌情通报给八路军，自己却受到乡村民众的冷漠、嫌弃和鄙视，但贞贞却

无怨无悔，对生活依然充满着美好的向往，这种精神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沈从文是一个一心要构筑“希腊人性神庙”的作家，

但在民族危难之际，他也写下了一些歌颂英勇民族精神的作品：《早上——一堆土一个兵》描写一个无名的战士为了保卫家园

而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芸庐纪事》与《动静》这两篇小说都描写了参加嘉善战役后回来养伤病的英雄团长——沈从文自己

的弟弟沈荃——伤未完全康复便重上战场；《昆明冬景》描写下等民众对抗战的支持；《云南看云》抒写了对抗战的庄严伟大

的理想：“正因为这个民族是在求发展，求生存，战争已经三年。战争虽败北，不气馁，虽死亡万千人民，牺牲无数财富，仍

不以为意，就为的是这战争背后还有个庄严伟大的理想，使我们对于忧患之来，在任何情形下都能忍受。我们其所以能忍受，

不特是我们要发展，要生存，还要为后来者设想，使他们活在这片土地上，更好一点，更像人一点！”[7]周立波的报告文学《晋

察冀边区印象记》则对晋察冀边区人民同仇敌忾的抗战精神作了十分生动如实的描写，鼓舞了广大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总之，

在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我中华大地的时候，湘籍作家采用各种文体，从不同的视角书写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这

种顽强的抗战精神有力地支撑起中华民族的脊梁，并最终取得了中华民族的抗战胜利。

三、个性解放的执着追求与坚韧顽强的人格精神

湖湘文化重躬行践履，主张知行互发，在人格精神上体现为积极进取，坚韧向前，百折不挠，勇于抗争。这种人格精神，

在屈原身上，就是为了理想上下求索；在王夫之身上，就是身处困境也不接受清廷官员的礼物的民族傲气：“清风有意难留我，

明月无心自照人”。

湖湘文化对健全人格精神的追求影响到现代湘籍作家的人格风范，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发现其对个性解放、自由独立人格

精神的执着追求。丁玲出生于常德临澧县的一个破落的大家庭，但自幼失去了父亲，跟随着她的母亲在学校里长大。丁玲在桃

源中学开始接触“五四”新思想，并剪掉长发。后来，丁玲在长沙周南中学读书后更进一步有了个性解放的意识，她在一篇文

章中写道：“很多《新青年》上的文章成了教材。我们同学大部分都不大注意别的功课，喜欢谈论问题，反对封建的一切制度

成为那时主要的课题。我在这种空气之中，自然也就变得多所思虑了，而且也有勇气和一切的旧礼教去搏斗。当我再回到家里

的时候，首先我废除了那些虚伪的礼节，公开的指斥那些腐化的生活，跟着也得着我母亲的帮助把婚约解除了。”[8]1921 年，

丁玲在王剑虹的鼓动下到上海平民女校及上海大学学习，尽管生活不如意，但是她坚信：“我们可以去纱厂当女工、当家庭教

师，或者当佣人、当卖花人，但一定要按照自己的理想去读书、去生活，自己安排自己在世界上所占的位置。”[9]“按照自己的

理想”去生活，就是个性解放的鲜明体现，就是在这种人生信仰的指引下，丁玲经历了在北京的“北漂”生活，经受住失去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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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丈夫胡也频的打击，以及遭到国民党的监禁以及后来党内对她的错误的批判，丁玲始终坚持自己的人生理想不动摇，表现

出执着的人生追求。在沈从文的身上，我们同样可以发现其坚持自己主宰自己命运的坚强信仰。沈从文之所以离开湘西，就是

为了取得支配生命的主动权。沈从文原在湘西土著部队，“五四”运动的余波漾及湘西之后，沈从文对自己的生活产生了动摇，

特别是自己在一场病中差点死去，以及好友陆锼猝然在河里淹死。沈从文对过去的生命重新做了价值估量，无论是浑浑噩噩在

乡绅地位上过一辈子，还是在倏忽而至的灾祸中了结生命，都不大合算，必须结束这样的生活。他说：“尽管向更远处走去，

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让命运来处置得更合理一点呢还是更

糟糕一点？”[10]沈从文孤身来到北京，他本来可以去找当时在北京香山办慈幼院的熊希龄，熊希龄是沈从文的姨夫的哥哥，但

为了保持人格独立，沈从文拒绝别人“施恩”，哪怕自己过得相当艰难。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中，沈从文始终坚持与任何政治集

团和派别保持距离。他在文学创作中也始终坚持“写作时要独断，要彻底地独断!”[11]总之，在丁玲、沈从文等湘籍作家身上体

现出了鲜明的湖湘人格精神特征。

湖湘文化对健全人格精神的追求同样影响着现代湘籍作家的作品表现，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其强烈的对个性解

放的执着追求。田汉戏剧《获虎之夜》中黄大傻与魏莲姑为了坚守他们的爱情，勇敢地抗击外在的压力，当黄大傻被误伤抬进

魏家家门之后，魏莲姑父亲逼迫她回避，魏莲姑愤然决然地说：“我把我自己许配给黄大哥，我就是黄家的人了。”“世界上

没有人能拆开我们的手！”这掷地有声的话语表现出的坚决抗争精神，是任何力量都不能压垮的。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

以一个女性作家越轨之笔写出了女性对封建礼教的大胆的背叛，对“真”的爱情的追求，对个性解放的无限憧憬。甚至以一个

女性作家之笔，以惊世骇俗的勇气和直白的语言去表现一个女人对“性”的渴望：“假使有那末一日，我和他的嘴唇合拢来，

密密的，那我的身体就从这心的狂笑中瓦解去，也愿意”，“我简直要癫了”。这是对几千年来封建礼教强加在中国女性身上

的重负的大胆的反抗。丁玲到达延安后，对延安存在的一些封建思想敢于大胆地批判。《医院中》陆萍批评根据地医院管理的

官僚主义以及工作中的玩忽职守。丁玲在《“三八节”有感》、《我们需要杂文》等文章中更是直斥根据地存在的弊端：“即

使在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这里更需要督促，监视，中国的几千年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

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的旧社会是相连结着的。”[12]丁玲是怀着对党和革命的热爱和忠诚去反映问题的，

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改正缺点和错误，使根据地更加“光明”。魏莲姑、黄大傻、莎菲、陆萍等人物对个性解放的执着追求，对

封建制度和封建意识的反抗，这些都是湖湘文化强健人格精神在现代的继承和发展。

四、人民群众成为作品的主角与“民为邦本”的思想

湖湘文化继承了中国儒家的“民为邦本”的思想，特别关注平民百姓的生活与疾苦，具有很强的民本特征。如湖湘学派的

创立者胡安国、胡宏父子就十分强调民众对国家社稷的安稳作用。毛泽东充分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

展的决定力量。

湖湘文化的这种民本思想文化传统，在现代湘籍作家创作中得到很好的继承，而且具有新的时代的特点，即人民群众成为

其描写的中心，成为作品的主角。现代湘籍作家努力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反映他们的疾苦，反映他们的悲欢离合。人民群众

是现代湘籍作家关注的中心，人民群众生活题材的作品在其整个创作中占据主体地位。在现代湘籍作家创作中，关于人民群众

的书写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由于受到“五四”文学思潮的影响，一些

底层民众和知识分子受到关注，他们往往成为这个时期文学创作的主角。譬如沈从文的不少作品便是关注底层民众的生活和精

神状态。《柏子》讲述沅水拉纤的水手柏子与她相好的妓女调情的故事，他将自己一个月辛苦赚来的血汗钱换来一时的肉体放

纵和欢娱，柏子生命可悲但又自得其乐，显示出其精神的麻木。《萧萧》讲述的是 12岁的萧萧嫁给只有 3岁的丈夫的人生悲喜

剧，萧萧被引诱失身，面临沉潭或发卖的结局，但是由于夫家没有读子曰的人，又一时找不到买家，萧萧最后生了一个男孩。

儿子 12 岁娶了一个 16 岁的姑娘，萧萧抱了自己的毛毛，在屋前榆蜡树篱笆看儿子结婚的热闹，中国乡村两代人循环的命运与

精神的麻木得到生动的体现。叶紫的短篇小说集《丰收》，有 5篇取材于洞庭湖畔农村的生活和斗争，1篇描写的是流亡上海的

农民的苦难。其中《丰收》反映的是农村谷子“丰收成灾”，农民陷人更悲哀的境地，勤劳、节俭、朴实的老一代农民云普叔

终于从怪自己的命运太坏中觉醒，支持儿子的抗租行动。鲁迅指出：“这里的六篇小说，都是太平世界的奇闻，而现在却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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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常的事情。因为极平常，所以和我们更密切，更有大关系。作者是一个青年，但他的经历，却抵得太平天下的顺民的一世纪

的经历。”[13]彭家煌的《怂恿》反映洞庭湖边封闭、破败的农村生活，表现了“谿镇”百姓遭受各种恶势力以及陈规陋习的危

害。丁玲的早期创作，写作了不少知识分子的题材的小说。譬如《梦珂》描写一个败落的封建家庭女儿闯人社会后陷人绝境的

故事。《莎菲女士的日记》细腻刻画了在五四浪潮冲击下走出家门，追求新生活又被社会逼上绝路的知识女性苦闷彷徨、挣扎

反抗的精神轨迹。《韦护》描写小资产阶级女性丽嘉和革命者韦护的恋爱与冲突。这些知识女性往往具有“五四”个性解放的

思想，但又找不到出路而带有“时代病”[14]特征。现代湘籍作家关于人民群众的书写的第二个阶段为 20 世纪 40 年代，这个时

期的创作具有鲜明的工农兵文艺方向。1942 年，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是在毛泽东文艺思想

的指引下，现代湘籍作家创作出了一系列反映工农兵生活的作品，这其中最为突出的两位代表便是丁玲和周立波。丁玲参加延

安文艺座谈会后，对自己先前的创作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检讨，并深入农村土地改革的第一线，获得大量鲜活的素材，创作了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具有重要影响的小说，农民成为这部小说的主角。小说既成功地塑造了程仁、张裕民等先进农民典

型，又生动地刻画了李子俊、侯殿魁、江世荣、钱文贵等各具特色的地主形象，特别是写出了农民摆脱封建束缚要经过漫长的

过程，这表现在翻身农民侯忠全的形象的成功塑造上。土改后，侯忠全分到了地主侯殿魁的一亩半地，但他却悄悄将土地交还

给侯殿魁，当侯忠全相信地主确是斗垮之后，土地回到自己手中，他和老伴“两个都笑了，笑到两个都伤心了”。周立波的《暴

风骤雨》也是描写农民土改运动，经过曲折的斗争，最终摧垮压在农民头上的封建统治。作品不仅塑造了诡计多端、穷凶极恶

的地主韩老六的形象，而且成功塑造了赵玉林、郭全海、白玉山、老孙头、赵大嫂子等农民形象。丁玲和周立波这两位湘籍作

家成为现代文学史上反映农村土地改革这一历史运动最为杰出的作家，他们生动地展示农村所发生的伟大历史变革，他们的创

作是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下的“工农兵”文艺方向中取得的重要成果，具有重要意义。

五、多样的创作方法与多彩的湖湘文化特色

在艺术方面，现代湘籍作家作品也与湖湘文化具有紧密的联系：一方面，湖湘文化强调文学的功利目的，注重发挥文学对

现实社会的作用，这影响到现代湘籍作家大多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另一方面，湖湘文化的一个重要源头便是以屈原为代

表的神奇瑰丽的巫楚文化及抒情风格，这使得现代湘籍作家也不乏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种创作方法

在现代湘籍作家身上都有表现，不过在总体上，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占据主体地位，浪漫主义创作方法也取得了重要成果。在现

代湘籍作家中，丁玲、周立波、叶紫、彭家煌等作家主要采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这有利于发挥“文学在现实革命斗争中的作

用”[15]。丁玲曾经对自己创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下这样的体会：“我以农民、农村斗争为主体而从事长篇小说的创作这

是第一次。我的农村生活基础不厚，小说中的人物同我的关系也不算深。只是由于我同他们一起生活过，共同战斗过，我爱这

群人，爱这段生活，我要把他们真实地留在纸上，留给读我的书的人。”[16]这种题材来源于自身的生活，坚持“真实”的描写

方法，就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1949 年，周立波在《生活报》上谈到《暴风骤雨》下卷的创作情形时指出：“革命的现实主

义的写作，应该是作者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站在党性和阶级性的观点上所看到的一切真实之上的现实的再现。”
[17]
周立波创作

《暴风骤雨》就是他参加东北土改的实践之后，积累了大量的素材，根据自己的经历和见闻并集中化和典型化而写作的，这种

写作方法也就是周立波所说的“革命的现实主义”。沈从文描写充满奇异风情的湘西世界，具有独特的浪漫主义特征。沈从文

在《神巫之爱》、《龙朱》、《月下小景》、《媚金•豹子•与那羊》等作品中表现了原始、自由、热烈、大胆的爱情，充满了

青春、活泼的气息，这是人类史前的伊甸园式的描写，故事奇特，格调优美，还穿插着美丽的歌谣，浪漫主义色彩非常鲜明。

沈从文曾经说过：“我不大明白真和不真在文学上的区别，也不能分辨它在人我情感上的区别。文学艺术只有美或恶劣，道德

的成见与商业价值无从掺杂其间。精卫衔石杜鹃啼红，事即不真实，却无妨于后人对于这种高尚情操的向往。”[18]田汉的早期

戏剧创作也具有浪漫主义特征。他的《古潭的声音》、《湖上的悲剧》、《南归》等作品，呈现出重哲理、重抒情的特色，常

常用大段的色彩绚丽的言语渲染作者的主观情愫，具有诗化的特征。沈从文和早期田汉的这种浪漫主义创作方法，显然与丁玲、

周立波、叶紫、彭家煌等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不同的。当然，作家在进行创作时并不是想着一定要采取什么创作方法，对此，

丁玲说过：“我写作的时候，从来不考虑形式的框框，也不想拿什么主义来规范自己，也不顾虑文章的后果是受到欢迎或招来

物议。我认为这都是写作完了之后，发表之后，由别人去说去作，我只是任思绪的奔放而信笔所之，我只要求保持我最初的、

原有的心灵上的触动和不歪曲生活中我所爱恋与欣赏的人物就行了。”[19]沈从文也有相似的论述：“创作原是自己的事，在一

切形式上要求自由，在作者方面是应当缺少拘束的。”
[20]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创作方法在现代湘籍作家身上同时展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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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湖湘文化与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丰富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现代湘籍作家作品无论是思想内涵还是艺术特征，乃至于作家的人格精神，都受到湖湘文化精神的深刻影响。现代

湘籍作家不仅很好地继承了湖湘文化精神传统，而且对其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使之适合当时的社会的发展，适合中国文学的

现代转型，取得了重要的收获。现代湘籍作家作品是中国现代文学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其独特的思想内涵和艺术形式，为中

国现代文学增添了光彩，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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